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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发以来开发区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与增速方面效果显著，而在如今转型增效背景下实现由全

要素生产率支撑的增长模式是开发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提高园区企业生产效率也已成为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基本

途径。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采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南京、苏州两市开发区内企业集聚现状与生产率水平，并

对其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两市开发区内已形成企业集聚与产业集中，企业园区集聚特征显著，集聚态势

日益强化，区内产业集聚已具相当规模；(2)开发区内企业具备一定生产率优势，开发区优势主要体现为低效率企业

较少与高效率企业数量的增多，且不同特征开发区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存在差异。以期为提升区内企业生产率水平、

促进园区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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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 40 年来的飞速经济增长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1],而设立各种开发区是该时期的一个鲜明特

点，作为国内“增量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开发区在出口创汇、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

经济发展也因此呈现出独特“园区经济”模式，据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 21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总值达到10.8万亿

元，即以2.65%的土地实现了全国 10.9%的生产总值。但在当前国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国内经济步入转型增效关键窗口期、新

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大环境中实现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开发区转型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经济的持续增长依

赖于效率的不断提升[2],开发区以往依靠外资引进、政策红利以及有形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亟需从要素投入

型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以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充分了解开发区区情现状、科学评价开发区经济绩效对于推动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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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创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制定区域高质量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开发区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以引导相关产业集聚而划定设立的制度空间与新产业空间
[3]
,

自 1984 年国内首个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以来，我国开发区建设大致经历了试点起步(1984～1991)、设立热潮

(1992～2002)、整顿清理(2003～2006)、转型升级(2007 至今)4 个阶段[4],至今已形成包括国家级、省级等不同等级与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种类型的开发区体系。 

我国开发区诞生与发展极具时代性与地方性，纵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1)理论构建国外起步较早，国内主要

是借鉴国外相关理论进行的质性与实证分析，尚未形成具有地方性与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其中增长极理论、产业集聚理论、生命

周期理论、创新理论等提出为开发区建设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5]
。 

(2)相关学者基于宏、微观不同层面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开发区展开了研究，研究对象主要以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区与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主，针对其他级别、类型开发区的研究相对较少。 

(3)研究内容随开发区建设历程推进不断变化与深入，主要涉及产业发展、与城市及区域发展关系、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

管理体制、发展评价与未来方向等方面。开发区建设初期，制度讨论与发展方向理所当然成为探讨重点，研究也集中于对国外开

发区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开发区选址、布局、管理等问题的探究[6];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国开发区快速发展阶段，此间开发区格

局基本形成，地理学家与城市规划师就开发区发展模式与战略[7]、生命周期及演进[8]等问题展开研究，并针对“开发区热”现象

进行了反思；21 世纪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变化使得开发区发展面临战略定位的重新调整，开发区

研究也相应进入更深层次，区域效应[9]、产业发展[10]、土地利用效率[11]、与城市及区域发展关系[12]等成为该阶段研究焦点；近年

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开发区发展评价、空间布局优化
[13,14]

、转型升级路径
[15]
等，研究成果渐增，就开发区发展评价方面关

注重点也从发展规模与速度等“量”的增长转向了经济绩效等“质”的提升，郑玉雯等[16]采用 SBM 动态网络模型研究了我国 54

个高新区的发展效率及增长模式，刘满凤等[17]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高新区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 

(4)研究方法逐渐由归纳描述等定性分析向定量模型方法转变，截至目前集成了计量统计、多因子综合评价、GIS 空间分析
[18]等多种定量手段。Xi 等[19]运用工具变量法与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法估计了特区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优势存在性与来源，

Sun 等[20]利用了地理加权回归与方差分割分析检验了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非平稳关联与相对重要性。 

综上，既有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于开发区企业生产率研究较为不足。一方面，已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开发区经

济绩效，然而使用宏观统计数据易引起加总偏误，研究着眼于企业这一微观单元表现可为评价开发区政策效果提供新思路；另一

方面，囿于数据可获取性，少有文献能够准确定位开发区边界以识别企业是否位于区内，相关研究也因样本、方法、技术上差异

尚未得出一致结论[21],袁其刚等[22]指出开发区整体已无法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区内产业拥挤抑制了生产率提升，王永进等[23]则

认为企业在开发区“集聚效应”与“选择效应”下具有生产率优势，亟需提高数据精度以科学评价开发区经济绩效。鉴于此，研

究采用微观企业数据与精准边界信息，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考察开发区内企业集聚现状与生产率水平，并对开发区企业生产率

异质性进行分析，以此厘清开发区对于企业效率影响的微观机制，并为提升区内企业生产率水平、促进开发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提供参考。 

1 理论框架 

1.1 增长极理论与产业集聚理论在开发区建设中的应用 

增长极理论与产业集聚理论是建立开发区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是系统分析开发区与企业集聚的有效工具。(1)增长极概念是

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 1955年所提出，并由保德威尔、缪尔达尔、赫希曼等学者做了进一步阐发引升
[24]
,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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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发生，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并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区域经济，当将推动性产业嵌入至地区后，会

通过集聚经济形成增长中心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增长[5]。开发区通过低廉土地价格、税费减免、基础设施投入等特殊政策优惠形

成与区外间的非均衡，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以及享受政策优惠带来好处而选择入驻园区，使得开发区成为投资与企业集

聚速度最快的区域。开发区也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密切经济联系，区内企业通过向周边地区购买原料、吸引劳动力实现自身迅速成

长的同时刺激周边地区经济活动，进而带动区域经济乘数效应发展。 

(2)产业集聚是指相关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聚集以获得集聚外部性，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5]。不同学派对于产业集聚现象提出

了独特见解，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强调了要素供给市场需求对产业集聚作用；新经济地理突

出了规模报酬、市场需求扩大效应及循环累计效应等机制；演化经济地理则从衍生和技术关联视角解释了集群形成与发展，然不

论是基于哪种理论，产业集聚的微观基础不外乎于“共享、匹配与学习”
[25,26]

。产业集聚是开发区建设的重要特征与作用之一，

开发区通过设定主导产业方向以引导区内产业发展与资源再配置方向，加快产业集群形成并推动规模经济实现，在政府招商引

资与市场引导作用下形成累积循环发展趋势，不断巩固扩大集聚的内生引力。综上，开发区最为直接也最为重要的特征即是形成

企业聚集的洼地与产业集聚的中心。 

1.2 开发区与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总体效率，是经济增长中不能由投入要素数量增加所解释

的部分，其不仅与技术进步相关，还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制度环境等各方面水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将

TFP 增长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源泉[2]。理论上提高 TFP的途径主要有两条[27],一是绝对的技术进步，二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开发区主要通过集聚效应、选择效应以及政策效应对区内企业技术进步及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1)集聚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源于集聚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使企业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5,21]。集聚存在专业化

与多样化两种模式，同行业或相关企业在地理上集聚能够形成专业化中间产品供应、厚实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技术外溢，使得区

域生产趋于专业并产生外部规模经济[26],也被称为“MAR 外部性”;多行业集聚则有利于跨行业知识交流，能够刺激新想法、新产

品与新技术产生，增加创新偶然事件发生的机会[28],也被称为“Jacobs 外部性”,然不论是何种集聚模式均能够促进知识传播与

交流，推动技术外溢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是过度集聚也会导致拥挤负效应的产生[29],带来竞争恶化、成本增加、污染加剧、

设施紧张等问题，降低区域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并抑制企业生产率提升。 

(2)21 世纪初关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自选择效应的“新”新经济地理学兴起，在其理论逻辑下，Melitz 等[30]学者指出

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是导致地区间生产率差距重要微观基础，选择效应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与政府择优策略实现区内资源

配置效率优化。一方面，开发区集聚经济形成的同时也加剧了企业间竞争程度，高效率企业更能承受集聚区行业竞争从而常驻区

内以占有更多市场份额，低效率企业迫于竞争压力选择退出市场或移至其他地区[31],进而促使开发区将生产资源向高效率企业汇

集，提高整体生产率水平；另一方面，在政绩考核激励下，开发区管理者通过引入优质高效企业与资源，并阻止低效、低潜力企

业入驻，人为形成区内外生产率差距。 

(3)开发区为入驻企业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直接增加了企业资金来源并缓解预算约束，有利于企业增加投入以进行设备更

新与技术提升[32],也为中小企业提供“孵化器”功能，促进企业规模扩大与规模经济形成[23]。但作为政府介入资源配置的制度安

排，开发区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可能引发资源错配
[33]
。“政策租”的存在会引起低效企业投机行为，也会使得区内本应淘汰的

低效企业无法顺利退出，抑制企业个体与开发区整体生产水平提升。此外，开发区自身特征、区内企业类型以及区位环境上的差

异，也致使同一产业政策措施对不同开发区以及区内不同企业生产率影响并不完全相同。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总结了开发区对企

业生产率作用机制框架(图 1),并提出假设：开发区企业更具备生产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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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开发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下载原图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江苏省南京、苏州两市作为研究的空间范围，以寻求开发区发展共性特征与问题。从经济发展来看，截至 2019年

底南京、苏州两市经济规模为 1.403 万亿元和 1.924 万亿元，分别占据全国城市 GDP 排行榜 11 名与 6 名 1,是我国经济最为领

先、产业最为集中、企业生产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具有前瞻性与代表性；从数据样本来看，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显示，两市共拥有审核通过开发区共计 43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 26家，约占全省国家级开发区总量的38.8%,是省内开

发区分布密集且种类齐全的城市，具有典型性与稳定性；此外选择同一省份内城市一定程度也能控制住省级政策变量影响
[34]
。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2018年版)》、开发区实际管辖范围(2018年)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7、

2012 年)》。开发区属性数据源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联合公布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以下

简称“名录”),该名录记录了官方认可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基本特征信息，包括类型、名称、批准年份、核准面积以及主导产业

等，具有权威性；开发区实际管辖范围矢量数据由两市政府部门提供；企业数据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样本范

围为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包含了地址、所属行业、财务报表等信息，作为由国家统计局搜集维护的

数据库，具有样本大、指标多、时间跨度长等优点，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应用性。 

2.2.2 数据处理 

(1)开发区数据。 

研究以 2018 年版名录为基准，2006 年版为参照，利用相关政府部门网站与各开发区官网对涉及开发区进行信息匹配。为使

结论更为客观科学，处理细节如下：①某些开发区并不是从一个逻辑的、预先规划好的模式中诞生，其可能是从实验、试错、变

化中产生发展[34],即名录中部分开发区经历了变更，故开发区设立年份信息以记录的最早年份为准，其余信息以 2018 年版为准；

②企业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7～2012 年，为确保分析的时空匹配，故删除两市2012年后新建开发区。此外，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

假区是以接待海外旅游者为主的综合性旅游区[35],由于性质特殊也不在讨论范围内；③考虑到研究期内开发区面积范围变动较小，

且难以确定较早年份范围变动信息，故统一以 2018 年边界为研究期内开发区范围基准。经初步梳理，截至 2012 年底两市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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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开发区共计 37 家，其中南京 15 家，苏州 22 家，后利用 ArcGIS 软件将各开发区实际管辖范围矢量数据进行合并处理，

最终得到两市开发区边界空间数据库(图 2)。由于开发区数量、形状、大小不一，且城市地形、地貌、交通条件上存在差异，城

市间开发区格局差异较大，两市开发区整体呈连片化与碎片化并存的空间特征。 

(2)企业数据。 

由于我国开发区设立时间以及地区开发区数量质量存在不均衡性，且2007年以前变动较大，考虑到城市开发区格局稳定性
[4]、工业企业数据时间跨度(1998～2013)与数据可获取性，研究以 2007～2012 为考察期并选取 2007、2012两个年份数据。数据

处理过程如下：①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样本匹配错漏、部分指标缺失异常等问题，参照林毅夫等[21]研究，对异常样本进行筛选处

理，具体包括：剔除企业法人单位代码、地址等关键信息缺失样本，剔除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固定资产原价与净值、销售产

值等指标缺失或小于等于 0 样本，剔除年末从业人数小于 8 人样本，剔除资产总计小于流动资产合计与固定资产合计、累计折

旧小于当期折旧等不符合会计准则样本，并将企业行业代码统一为 GB/T4754-2011,初步得到两市工业企业基础样本；②借助百

度地图 API 平台获取上述企业地址经纬度坐标，并对坐标进行转换、投影等空间化处理，依据地址信息核实坐标准确性并剔除研

究区外与水域内等坐标异常样本，最终共获得两市两年份共计21220 有效样本作为初始数据，构建两市企业空间数据库；③运用

ArcGIS 软件对企业坐标与开发区边界进行空间匹配，判断企业是否坐落开发区内并将此信息纳入企业属性表中，以作为后续分

析依据。 

 

图 2南京、苏州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布 

2.3 研究方法 

2.3.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广泛应用于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研究，方法通过空间平滑技术处理离散点群，依据区域内样本点密度估计样本点

周围密度，并拟合成光滑平面，可以有效识别并表征样本点在区域内集聚分散状态，具有直观性和简洁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x-xi)/h]为核密度函数；h为搜索阈值；n为搜索阈值内已知点数量；d为数据维数。其中搜索阈值(h)作为定义平

滑量大小的自由参数，数值设置过大或过小均会导致显示结果宽泛或是细碎，借鉴相关研究经验
[14]
并进行多次试验，设置阈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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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m 结果较为合理且具有良好稳定性。 

2.3.2 近似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目前估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法众多，包括参数估计法(固定效应估计法、系统广义矩估计法、随机前沿分析法)、非参数估

计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以及半参数估计法(OP 法和 LP法)。其中，近似全要素生产率(Approxim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写 ATFP)作为参数方法“索罗余值法”的一种衍生，集合了参数方法优势且计算方便[36],也是学术界研究生产率的常用方法之

一。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L、K分别代表企业总产出、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s为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贡献程度。依据现有研究做法[36],以工

业总产值表征企业总产出，以年末从业人数表征企业劳动力投入，以固定资产净值表征企业资本投入，并对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

产净值进行平减处理(以2000年为基期)2。此外，当s=0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等于劳动生产率(Q/L),s=1时即为资本生产率(Q/K),

参照相关研究与工业企业数据适用性[37],文章沿用 s=1/3 设定。 

3 开发区与企业空间集聚 

企业生产率优势来源于集聚效应与选择效应[23],而其形成的基础则是企业的集聚与产业的集中[38],因而在探讨开发区企业是

否具备生产率优势之前，研究先对开发区内企业集聚现状进行分析。 

3.1 开发区与企业集聚 

通过比较南京、苏州两市开发区与企业分布格局，发现二者呈现以下关系： 

(1)企业园区集聚特征显著。 

基于核密度工具绘制了两市 2007、2012 年工业企业空间分布核密度图(图 3),整体上两市工业企业呈现“园区集聚、区内扩

散”分布态势，开发区集聚效应显著。2007 年两市企业呈凝聚型分布特征，主城区、开发区及其邻域范围为企业主要集聚区，

其中南京市表现为点状集聚格局，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A)、南京六合经济开发区(K)、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L)邻域内形成小范

围高密度企业集聚地，苏州市企业数量规模更为庞大，分布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却张家港经济开发区(V)、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P)及其邻域、吴江区盛泽镇内孤立集聚热点外，主城区与昆山、太仓两市范围内的连片开发区内形成多核共生的连绵集聚带，

从密度数值来看，区内企业核密度均值(南京 0.657,苏州 1.580)均为区外密度均值(南京 0.220,苏州 0.695)的两倍多；2012 年

两市企业数量规模不断扩大，但总体格局并未改变，主城区、开发区及其邻域范围仍为企业主要集聚区域，企业园区集聚程度不

断增强(南京 0.921,苏州 2.108),区外整体变化不大(南京 0.247,苏州 0.687),部分区域出现明显空间转移趋势，表现为区外移

向区内、区内面域扩散、主城区内集聚，例如南京六合经济开发区(K)、苏州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P)邻域集聚重心逐渐南移移

向区内，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A)、苏州连片开发区内原有集聚核心逐渐向周边辐射延展，此外两市主城区内交通条件与市场接

近优势进一步强化了企业集聚程度。总体来看，两市工业企业空间格局与演变趋势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均呈现以开发区和主城区

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特征，且具有“邻区”与“进区”布局共性，该特征在时序变化上具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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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工业企业空间分布核密度图 

注：江苏南京生态科技岛经济开发区(D)与江苏省太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F)同为 2012 年新建开发区，故两市 2007 年开

发区实际管辖范围不含上述两个开发区. 

(2)企业园区集聚态势持续强化。 

从增量特征来看，企业入园率整体呈增长趋势，2007～2012年南京企业由 1925 增加至 2331 家，增加21.1%,入园企业由 572

增加至 858 家，增加约 50.0%,企业入园率也相应由 29.7%提升至 36.8%,苏州由 7981 家增加至 8983 家，增加 12.6%,入园企业由

3066 增加为 4316 家，增加约 40.8%,企业入园率也相应由 38.4%提升至 48.1%。考虑到企业入园率提升与开发区新建密切相关，

可能造成结论偏差，在排除研究期内新建开发区企业数后，计算得到南京、苏州两市 2012 年企业入园率分别为 36.8%、47.2%,

仍为上升趋势，进一步证实结论科学性。可以预见未来伴随各类开发区建设发展，企业园区集聚态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增强，开发

区在城市经济空间格局中地位也愈发重要。 

3.2 开发区与产业集群 

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还是仅以获取“政策租”而形成的企业扎堆[39]?观察两市开发区

主导产业与分行业集聚特征发现： 

(1)开发区内产业集聚已具相当规模。 

目前两市开发区均已形成相应行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从区内各行业规模占比来看,对南京市开发区增长推动作用明显的行

业主要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汽车制造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上述行业 2007 年实现产值 2102.55亿元，约占开发区整体的 74.0%,至 2012 年实现产值 3339.86 亿元，同比增长 58.9%,

占比较 2007 年虽有下降，但产业支配地位并未改变。其中，汽车制造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加速集聚过程，区内产值占

比由 0.7%增至 18.5%,区内产值在本行业占比也从 20.9%增加至 75.8%,成为南京市开发区颇具规模、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之一，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与此相反，区内产值与行业占比均在下降，一定程度表明开发区正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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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重工业为主；苏州市开发区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四大行业为主，上述行业 2007 年工业产值高达 4982.18 亿元，占比约 63.5%,2012 年增至 7840.54 亿

元，同比增长 57.4%,各行业区内占比变动较小，结构较为稳定。其中电子信息产业是苏州市开发区规模最大的支柱产业，两年

产值区内占比均超过 40%,行业占比均超过50%,发展势头强劲。整体上两市开发区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少数行业，并已形成一定

规模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明显。 

(2)不同类型产业存在区别有序的空间集聚特征。 

参照袁其刚[22]、谭静等[32]分类，依据各行业发展过程中对投入要素依赖程度，将企业划分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

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4种类型。从数量规模来看，区内产业类型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为主，占比总和两

市均已超过 90%,其中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数区内占比与行业占比均呈增加态势，产业结构调整一定程度表明了开发区

未来发展方向，即作为区域产业发展的高位势特征与引擎作用；从空间布局来看(图 4),不同产业类型企业分布存在差异，技术

密集型产业对于地区专业化投入、集聚经济效应、技术外溢效应以及市场环境条件等要求相对较高，也更倾向于区内集聚，集聚

程度也更高，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分布模式较为相近，其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集聚性有所减弱，分布地域广泛，资源

密集型企业数量整体较少，空间集聚性并不明显。开发区主题差异以及入区条件限制致使其对不同类型产业的引力不同，加上各

类型产业对于区位条件的差异性需求，造成空间布局上的分异性，整体上主城区、开发区内及其邻域仍为各类型产业密集布局区

域。 

4 开发区与企业生产率 

企业是承载开发区政策的微观主体，开发区经济绩效也是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传导，因而评价开发区设立效果的标

准之一即是企业生产率水平。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开发区企业理应具备更高全要素生产率[21]。 

4.1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结果 

研究利用近似全要素生产率(ATFP)指标测算了 2007、2012 年南京、苏州两市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开发区内企业

存在生产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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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分行业企业分布核密度图 

注：江苏南京生态科技岛经济开发区(D)与江苏省太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F)同为 2012 年新建开发区，故两市 2007 年开

发区实际管辖范围不含上述两个开发区. 

(1)从样本整体来看，研究期内两市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增长。南京市由 4.773 下降至 4.526,苏州市也从4.488下降

到了 4.236,究其原因，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城市产业、进出口、市场、就业等各方面产生巨大冲击，也对企业产出与效

率造成长期影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2)从生产率分布来看，开发区内企业平均生产率水平高于区外企业。2007 年两市区内外企业 ATFP 数值较为相近，伴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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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恢复以及 2006 年开发区清理整顿后管理更为规范，区内外企业生产率水平差距逐步扩大，至 2012 年两市区内企业 ATFP

均值均要高出区外企业 0.09左右，且生产率最大/小值也都要高于区外，结果表明开发区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这种优势将随时

间增加而增强，假说得以验证。但是区内外企业ATFP整体差距较小，一定程度也表明两市开发区效应并未完全发挥，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 

(3)观察生产率上/下四分位数企业数量发现，南京市 2007 年生产率上/下四分位数的区内企业数量都是 146 家，占据生产

率上/下四分位企业总体的 30.29%,至 2012 年生产率上/下四分位企业数量为 229 和 209 家，占比为 39.28%与 35.85%,苏州市

2007 年上/下四分位数的区内企业数量为 812 和 802 家，分别占据上/下四分位企业总体的 40.68%与 40.18%,至 2012 年上/下四

分位企业数量则为 1184 和 1030家，占总体 52.72%与 45.86%。横向比较上，高效率与低效率企业均呈现集中区外布局特征，开

发区优势体现在区内低效率企业数量较少；纵向比较上，开发区内高效率企业增长速度远高于低效率企业，开发区优势体现在高

效率企业数量的增多； 

(4)从企业间生产率差异(以标准差表示)来看，两市开发区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缩小能够反映市场在有效

配置资源[40],但两市区内企业 ATFP 标准差数值总体高于区外，且南京市一度出现配置效率的恶化，亟需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提

高企业生产率。 

4.2 开发区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分析 

为避免“合成谬误”,从开发区特征与企业特征两方面对生产率异质性进行分析。 

4.2.1 开发区特征与企业生产率 

研究统计了两市不同级别、设立时间、类型与规模的开发区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1)国家级开发区具有显著生产率优

势，省级开发区优势不明显。究其原因，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是由中央政策统筹制定，其在行政权限、政策优惠、建设支出、管理

力度上往往高于省级开发区，既为企业生产提供优质环境与服务，也为企业集聚、规模经济形成奠定良好基础，而省级开发区各

项优惠主要是由当地财政承担，地区差异导致各省级开发区政策参差不齐，且部分省级开发区区内外政策无明显区别，区内企业

稀少，无法形成集聚效应，致使整体表现较差。需要注意的是，2008 年中央正式启动开发区升级程序，即国家级开发区生产率

优势掺杂了升级政策影响，研究将原国家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的开发区和未升级的省级开发区进行剥离与对比，发现生产率

分布呈“原国家级>升级为国家级>未升级”规律，进一步证实国家级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存在，但也反映出开发区升级政策效

果不佳，升级可以带来政策、集聚、品牌优势并吸引大量企业入驻，为开发区“二次创业”提供动力支撑，实际上却未能有效缩

小与原国家级开发区间生产率差距，此也与柴泽阳[41]等学者结论一致。 

(2)设立年份较早的开发区更具生产率优势。开发区发展历程一般包括要素集聚初创期、专业化生产成长期以及产业集群与

知识溢出的成熟期[42],初创期开发区主要依靠政策优惠吸引企业入驻，但此时区内企业稀少，生产要素简单堆积，产业关联度不

足，集聚效应也较弱，伴随开发区发展成熟，生产要素不断积聚，生产关联增强，分工合作细化，不断提高竞争环境并倒逼企业

提升生产效率。 

(3)不同类型开发区生产效率存在差异。目前两市设立开发区共计 4种类型，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生产效率相近，研究认为这与开发区产业同构有关，产业结构高度相似导致相关行业企业分布被“稀释”,进而削弱了开发区集

聚效应与生产率优势。海关特殊监管区与工业园区生产率高于前两种类型，但考虑到其主导功能特殊，且园区数量与区内企业数

量较少，识别是否具备生产率优势需要更为严谨研究。 

(4)开发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并无明显相关性。整体上两市开发区规模普遍较大，但企业生产率却并未随开发区规模扩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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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企业数量增多而提升，且生产率峰值也并未出现在规模最大开发区内，一定程度表明目前两市开发区集聚效应仍处于低水

平。 

4.2.2 企业特征与企业生产率 

企业生产率也受到自身资源配置与效率禀赋影响，研究从企业行业类型、年龄、规模三方面统计了开发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并运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对企业年龄、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探究何种类型企业于开发区内表现更优，结果显

示： 

(1)资本密集型企业区内表现更为优异。从区内各行业生产率分布来看，资本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企业生产率水平较高，从

各行业区内外生产率差距来看，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率均高于区外且有随时间拉大趋势，其余行业区内外差异不大。不断引导园

区向高技术与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已成为新形势下开发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技术密集型

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使其更容易在开发区内找到适合生存的土壤，也更可能从开发区知识溢出效应中获益并实现技术升级

与生产率提升[32],但结果显示两市开发区内技术密集型企业生产率表现平平，研究认为其一是由于目前行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

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所致，其二则是两市开发区尚未有效形成规模经济与知识技术溢出。 

(2)企业年龄与生产率呈负相关，表明年轻企业相较于成熟企业更具生产率优势，入驻园区效果也更为理想，这也体现开发

区对于初创/成长期企业的孵化器作用，成熟企业由于市场份额稳定、技术相对成熟，开发区对其生产率激励作用有限，整体上

年龄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力逐渐减弱。 

(3)企业规模与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越大，抗风险能力也越强，也更容易在激烈竞争环境中存活下

来，加上开发区对于大规模企业的偏爱与倾斜，其能从开发区政策中获益更多，也更具有生产率优势。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研究了南京、苏州两市开发区与企业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评估了开发区企业生产率并探究

其异质性原因，基本结论如下： 

(1)从开发区布局与企业集聚特征来看，两市开发区内已形成企业集聚与产业集中。企业园区集聚特征显著，集聚态势日益

强化，整体呈现以开发区和主城区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特征，具有“邻区”、“进区”布局趋势；开发区产业集聚已具相当规

模，不同城市区内主导产业存在差别。 

(2)从开发区与企业生产率特征来看，开发区内企业具备一定生产率优势。区内企业平均生产率水平高于区外，开发区优势

主要体现在区内低效率企业较少与高效率企业数量的增多；不同特征开发区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存在差异，级别更高、设立年份

较早的开发区区内企业生产率水平更高，区内资本密集型企业表现更优，年轻企业与规模较大企业更具生产率优势。 

5.2 讨论 

过去近 40年里开发区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与增速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如今“提质增效”背景下，集聚水平较低、资源错配

严重、政策效果不佳、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开始凸显，开发区在为企业提供更好政策环境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有效强化区内集

聚效应与选择效应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一方面，重视区内企业发展质量，利用技术、制度、模式等多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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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式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开发区未来应以“效率”作为企业入驻准则，以提高园区企业质量；与此同时，政府也

应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优化区内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形成提升效率长效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目前公开的工业企业数据时间跨度仅为 1998～2013,数据年份较老是研究缺陷之一，但

本文力使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以为当下开发区建设提供借鉴；此外，研究证实了开发区企业生产率优势的存在，但对于开发区企

业生产率优势的来源分析不足。未来应用新数据、新手段，基于具体案例分析，以挖掘开发区政策效果差异化背后深层次原因与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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